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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字传承与中国文明延续的辩证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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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古以来，汉字的传承与中国文明的延续就始终保持着相互成就、共同成长，不断变革

创新的辩证发展关系，二者在历史长河中始终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汉字符号的孕育及其符号

构意规律源于史前中国多种文化的相互作用，与早期中国文明的“多元”性质相互一致。汉字体

系最终在夏、商时期完成，又与中国文明的“一体”状态相互一致。中国文明和汉字书写体系最

终定型于中原之后，汉字传承活动主要表现为对儒学文献和汉字文言传统的共同维护与自觉传

承。汉字文言跨越方言和语言的鸿沟，成为东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儒学文献塑造了

东亚文明圈内各民族、各国共同的价值观，表达了“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和谐共生的生活理

念。在中国文明再度复兴的发展进程中，对汉字传承与文明延续辩证发展关系的充分揭示与自

觉维护，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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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已经为史学界所公

认。在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发展进程中，汉字传承

与中国文明的延续始终相互伴随，形影不离。从

早期中国的“汉字萌芽”“汉字先行形态”，到

汉字体系在夏商之际最终完成，虽历经不同发

展阶段，虽有形体演变，却始终没有发生本质的

改变。

在历史的长河中，汉字传承与中国文明的延

续始终保持着相互成就、共同成长，不断变化

创新的辩证发展关系，这一辩证发展关系在历

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它不但出

现在中国文明内部，而且在东亚汉字文明圈内

的许多国家都有所体现。提出“汉字传承与中

国文明延续存在高度一致性”，不但对中国文

字史研究有重大价值，而且对中国文明史研究

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只有立足于汉字传承与中

国文明延续辩证发展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从

东亚文明史甚至世界文明史的高度看待汉字与

中国文明的关系，才能更加清醒地认识汉字起

源和汉字体系形成对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和奠

基定型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深刻认识汉字传承

活动与中国文明的发展壮大过程始终相互伴随

的重要事实，进一步明确汉字传承对当下进行

的中国文明复兴伟业，对中国文明再度复兴的

重大现实意义。

一、中国文明大格局的酝酿成形
与“汉字萌芽”发生发展的辩证关系

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约距今60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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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开启了“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的大格局和

大框架的先声。[1]在中原仰韶文化分布区域内，

出现了一系列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

过渡阶段的中心聚落，如西安半坡、陕县庙底

沟、河南郑州大河村、山西夏县西阴村、甘肃秦

安大地湾，等等。仰韶文化彩陶非常发达，许多

彩陶图案和纹饰都已经初具原始宗教与审美趣

味，如半坡类型的人面鱼纹、蛙纹，庙底沟类型

的变异鸟纹，等等。在半坡、姜寨和北首岭等地

还发现了50多种标明个人所有权的刻画符号，

这些刻画符号不仅流行区域较广，而且符号的

形状也更加齐整，抽象程度更高，其中部分符

号已经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近似。郭沫若列

举了“ ”等半坡陶符，并指出其与殷

周铜器铭文中的几何形族徽文字“ ”基

本一致。[2]李孝定、郭沫若、于省吾、王志俊等人

都认为半坡陶符已经是“文字”，甚至是与商周

甲骨文、金文同属象形文字的系统。裘锡圭、汪

宁生、巩启明等人则不赞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刻画符号就是文字的观点。陈昭容认为：仰韶

文化陶器记号中的记数符号和氏族标志符号或

许与商周金文中的数字和族名金文存在一定的

继承关系，但若“将某一遗址出土的陶文全部

视为文字，或全部视为偶然的刻划，都是片面

的。”[3]

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文化（约距今5500年左

右）空前强大，表现出强烈地向四周扩张的态

势，其黑彩和花瓣纹彩陶图案一路向东进入山

东，然后转向东北进入红山文化；另一路向南

渗透到湖北、四川的大溪文化。河南汝州阎村

陶缸上发现的“鹳鱼石斧图”，严文明认为乃是

一幅白鹳氏族战胜鲢鱼氏族的图画。[4]韩建业

认为“也可能是崇鸟的庙底沟类型人群战胜崇

鱼的半坡类型人群的‘纪念碑’性图画，‘斧’或

‘钺’应当已有象征军权的属性。”[5]庙底沟期

文化在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中也有表现，“不

少陶器形制和花纹都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的相似或接近，显然是从庙底沟类型脱胎发

展起来的。”[6](P302)约距今4900—4800年左右

的庙底沟类型二期文化虽然承袭仰韶文化，但

已经出现了较多外来因素，如彩陶罕见而灰陶

居多，出现双耳盆、陶斝等新器型，以及半月形

石刀和石镰等，表明“它是一种过渡阶段的遗

存”。[6](P330)

中原庙底沟期文化前后，在山东地区的大

汶口文化晚期、江南的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中，

都发现了数量不等的陶器刻划符号。大汶口文

化晚期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出现了家庭-家

族-宗族的社会层级结构，并由若干个宗族构

成聚落共同体，出现了较大的中心聚落。大汶口

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严重，大型墓随葬品多达180

余件，众多小型墓陪葬品只有数件，甚至连一件

也没有。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前寨等遗

址出土和采集的大型陶缸和陶瓮腹部发现了10

余种约距今4800—4600年左右的象形符号，此

类大汶口晚期陶符与商周文字一脉相承，既有

象形文字，又有意符文字，还有繁简之分，已经

脱离了草创阶段，通常被认为是比较进步的文

字。李学勤、裘锡圭、高广仁、栾丰实等人都认

为大汶口晚期陶符已经是“原始文字”，而且是

其后的古汉字的基础。

良渚文化已经发展到地域性王国阶段，出

现了规模巨大的宫城、墓葬和水利设施、专门的

祭坛、制玉作坊和玉礼器、丰富繁缛的神人纹与

陶器纹饰，以及多达632个刻画符号及其部分符

号组合形式。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可分为象形符

号、抽象记号和其它符号三类。[7](P27)其中一部

分组合记号和组合象形符号被文字学家释读为

文字，如在吴县澄湖古井群遗址黑陶鱼篓形罐

腹部发现的四个成排分布的符号，李学勤释读

为“巫戉五俞”，意思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

饶宗颐释读为“冓戉五个”；董楚平释读为“方

钺会矢”。在良渚文化中，不仅单个符号的数量

众多，而且许多单个符号有“组词成句”的能

力，此类符号组合形式甚至多达数十例。这一现

象充分说明良渚文化中的符号组合形式，已经

初步具备了原始记事与表意功能，其性质已经是

“汉字先行形态”。[8](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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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距今4600—4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有

许多重大发明和成就，使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社会面貌亦随之有很大改变。”[9]龙

山时代的重大发明包括铜器制作、轮制陶器、骨

卜、养蚕和打井以及大型城防设施建筑，等等。

在一些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还出现了

地域性方国，如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东部的

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北部的老虎山文化石峁

遗址、晋南龙山文化陶寺遗址，等等。在这些史

前文化向中原汇拢的发展过程中，各史前地域

文化的器物及其符号都得以充分交流与借鉴，

为汉字体系在夏商之际在中原腹地最终定型打

下了字符构形与构意的坚实基础。

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出土了数量庞大，种

类繁多的陶制小动物偶和人偶陶像。其中人像

大概是巫师，小动物像则可能是巫师通神的工

具。在肖家屋脊和邓家湾两地遗址中发现陶器

刻符55个，绝大多数符号发现在泥质灰陶大口

尊腹部，表示容器、农具、纺织工具、自然现象

等。[10]这些刻画符号是具有一定通神功能的地

域性原始文字。其中的一些符号和符号载具

还与大汶口-龙山、崧泽-良渚文化符号的情况

有所牵连，如符号“ ”就与良渚文化

玉器和陶器上出现的同类符号近似，符号“ ” 

“ ”“ ”“ ”“ ”则与大汶口文化陶缸上

的同类符号近似，充分说明龙山时代各地域文

化加速融合的发展趋势。

山东龙山文化社会经济活跃。黑陶制作工

艺达到古代制陶史的高峰，制玉工艺和冶铜技术

比较发达。城子崖等遗址的城防设施，尹家城

大墓表现的贫富悬殊与贵贱对立程度，说明山东

龙山文化社会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的前夜。虽然

山东龙山文化考古发现的陶符数量少，但成组的

“丁公陶文”的发现仍独具特色。众多学者都充

分肯定该陶文与古汉字的关系。[11]从地望、社会

发展程度、骨卜传统、史前符号的多种形态以及

与岳石文化桓台史家遗址等地发现的文字卜骨

等因素来综合判断，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龙

山文化时期该地出土的陶器和玉器上的图案和

符号，同样可能是与古汉字有所关联的汉字萌

芽之一。

河 南龙山文化既保持着本地仰韶文化的

底色，又带有龙山时代史前文化大交流的鲜明

特征。如河南淮滨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钵形鼎、

高柄壶形罐、圈足壶形器等就与屈家岭晚期同

类器形相似，高柄镂孔杯、三角镂孔装饰等就

可以从山东大汶口文化、江苏青莲岗文化中找

到根源。河南禹州瓦房店遗址发现的两个符号

“ 、 ”[12]与本地中原龙山文化陶符有别，

但却在石家河文化中发现了与其形状近似者。河

北永年台口发现的符号“ ”，[13]更是普遍出

现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许多考古学文化之

中。虽然目前发现的河南龙山文化陶器刻划符

号的数量还比较少，且限于单个符号，少见记号

组合形式出现，但在河南龙山文化中，陶器刻划

符号来源于不同史前文化的特色还是比较明显

的，而且其中还有少数符号的形状与甲骨文、金

文近似。如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的“ ”，被考

古报告认为形似“共”字。[14](P56-59)因此，从地望

和社会发展程度等因素判断，河南龙山文化发

现的陶符同样有可能是与古汉字有所关联的汉

字萌芽之一。

约距今4300 —3900年左右的中原龙山文

化陶寺遗址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气势恢宏

的宫殿，王者等级的大墓等文化遗迹。陶寺贵

族大墓中的陪葬品异常丰富且等级分明，如以

玉钺、玉圭、玉璧、玉琮为代表的玉礼器及其

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等礼器群。在其中5座

大墓中还发现了鼍鼓、特磬等礼乐重器。充分

表明当时的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社会矛盾

持续激化，战争频仍不断的状态。在陶寺遗址

出土的1件残破扁壶上发现的三个朱书陶文，

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最早的

汉字原始初文。李建民、罗琨、高炜、冯时、何

弩等人都认为右侧的1个朱书符号为“文”字，

且与“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

行的汉字属同一个系统”。罗琨认为左侧的两

个朱书陶文应为“昜文”二字，记述尧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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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弩认为应是“文尧”二字，“文”应当是尧的

尊号；冯时认为朱书陶文应为“文命”二字，正

好与文献记载里所说的夏禹的名字“文命”相

应。2017年，何弩发表了在陶寺遗址ⅠM26墓底

北侧壁龛中新发现的1件骨耜，其上刻有“辰”

字。该字的发现“不仅丰富了陶寺文化文字的

数量，而且将汉字体系的出现年代再次提前，

进一步证明陶寺文化文字是甲骨文、金文文字

系统的先河。”[15]

综上可知，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尤其是庙底

沟二期及其后继的“龙山时代”是“早期中国”及

“汉字萌芽”的孕育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境内

各地域性史前文化出现了汇聚中原的趋势，带有

“汉字先行形态”性质的史前刻画符号在较广

地域范围内普遍流行。尤其在“龙山时代”，中

国境内南、东、西、北各大史前文化在中原地区

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各大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作

用，不但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

的基础底色，对最终定型于中原腹地的中国文明

发展态势起到了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在符号形

态上从一开始就已经初步具备广收兼备，结构互

补的汉字底色。可以说，汉字符号的孕育及其符

号构意起源于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之后及其龙

山时代众多史前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相互作用，从

符号源头上就具有“多元”性质，并与早期中国

文明的“多元”态势基本保持一致。

二、中国文明与汉字体系在连续性
的夏、商文化中最终定型

虽然早在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及其后的龙

山时代，早期中国“多元一体”的文明大格局和

总框架就已经初步显现，但这一文明大格局和

总框架的最终定型，却是以连续性崛起在中原

腹地的夏、商文化及其使用的汉字体系为其根

本标志的。

约距今3900 —3600年左右的河南偃师二

里头文化被公认为夏代（含商代早期）的考古学

文化。二里头文化之前，来自中原周边北方地区

的老虎山文化、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就与中

原王湾三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融合。西

北部老虎山文化南下将陶鬲等带入陶寺文化晚

期的晋南临汾盆地，并将陶鬲、卜骨、石镞扩散

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南方江汉平原地区的石家

河文化受到中原王湾三期文化南下的影响，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城垣被毁，红陶杯、人

物、动物小雕塑迅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出

现的瓮棺葬。[16]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受到

中原造律台类型文化大规模南下的影响，在较

短的时期内迅速被同化乃至于最终湮没。江汉

平原、江浙地区区域文明中心急剧衰落，“正是

在这一过程中，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得

以加强，并最终促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

形成。”[17](P42)

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了宏伟的宫殿建筑、

青铜器及其各类手工艺作坊、普遍共存和成群

出现的陶器，以及墓葬中成组陶制酒器陪葬的

现象，还在宫殿区及其附近集中发现了“龙文

物”，尤其是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文物，均

说明二里头遗址已经完全具备王国形态和礼文

化的特征，很可能就是夏代的王都。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较多的“龙文物”与文

献记载的夏禹、夏启、孔甲御龙的传说遥相呼

应，绝非空穴来风。在二里头遗址3-4期（约当

夏代至商代早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46种

刻划符号，这些符号“主要出自大口尊的口沿内

侧和其他器类的口部，有粗细不同的竖线、十字

形、交叉型、簇形、树枝形等，有的近似象形文

字。”[18](P202)二里头遗址3-4期刻划符号不但形

状和风格如出一辙，且有重复出现的情况，曹定

云认为：二里头文化陶器刻符中的一部分是原

始的数字，如 等；另有部分符号，如

等已经是夏代晚期的文字。[19]高明、李先

登、裘锡圭等人也都认为夏代已经有汉字出现。

中原腹地考古发现的商代早、中期王都遗

址主要是约距今3550—3300年左右的洛阳偃师

商城遗址，约距今3500年左右的郑州商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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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等。前者被认为是商早期的都城“西亳”，后

者被认为是商中期“仲丁迁隞”的“隞都”。除了

中原腹地殷商王畿范围内发现的商代遗址外，

另在河北藁城台西，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发现

了部分商王畿之外的商代遗址。在以上所说的

几处商代遗址中还发现了约50个左右的早于殷

墟的陶器刻划符号。另在商代二里岗期遗址中

还发现了两块刀法与殷墟甲骨文相似的字骨，

以及一些无字卜骨。[20](P17)

虽然目前发现的商代前期的陶文材料的总

量还比较少，但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些符号性质

的基本判断：无论从符号产生的社会条件，还是

从符号形态观察，商代前期的50余个陶符都已

然是“陶文”，它们上承二里头陶文，下接殷墟陶

文，并可与甲骨文、金文联系起来。因此，商代

前期的50余个陶文应当是商代通行文字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且是商代通行文字体系中较早出

现的那一部分。[21](P11-12)

考古发现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主要是约

距今3300 —3000年左右的殷墟。殷墟遗址出

土了大量甲骨文、部分铜器铭文以及数十例陶

文。与商前期陶文相比，殷墟陶文中新增陶文

单字的数量约在4 0 例左右，另有数例多字陶

文。李济将这些陶文区分为数码符号与文字、

位 置 符 号与文字、象 形 符 号与文字、人名及

其他符号与文字、符号与文字杂例、待问等六

种情况。[22](P177-183)考古发现的殷墟陶文虽然在

书写风格、文字规范等方面与同地发现的甲骨

文、金文略有差别，其中还夹杂了部分陶符，但

已经能够按照甲骨文、金文的释读方法进行确

切的考释，是殷商文字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殷墟考古发现的甲骨文、金文和陶文，不但证

实商代晚期汉字系统已经完全成熟，而且充分

说明殷商文字在整体上是一个广泛通行的文字

系统，该文字系统由许多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甲

骨文、金文、陶文以及大量的竹简书，等等。

综上可知，汉字体系的形成与中国文明在

中原腹地的最终定型存在一致性。汉字体系的

形成在距今约4900—4800年左右的中原仰韶

文化庙底沟二期及其龙山时代各史前地域文

化向中原聚拢的过程中就已经展开，在约距今

4000 —3600年左右的夏、商之际最终完成，

又与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体”状态高度

一致。

三、中国文明与汉字体系在中原
定型之后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制度性
建设

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种先进文明在初兴

之后，都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制度性

建设，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并且具备适时改进与

自我完善的能力，绝非一蹴而就。中国文明与汉

字体系在中原腹地定型之后，同样需要其后继

者付出艰辛的劳动，制定出完善的文教政策，在

“书同文”、“儒学经典化”与“汉字规范化”、

“科举取士”等一系列文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过程中逐步得以完善，最终完成制度化建设的

任务。

（一）秦汉时期的“书同文”政策与童蒙识

字教育相向而行

早在东周时期，就有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

十五篇，作为“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23]（P1721）

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书同文”政策，

丞相李斯受命统一文字。李斯删繁就简，创造

出形态优美、笔画齐整的“小篆”，作为通行全

国的标准字体。李斯等人还亲自编订童蒙识字

课本《三仓》，将秦王朝使用标准字体的文教政

策落实到儿童教育领域，在中国历史上，首开政

府颁布童蒙识字课本之先例，在确保童蒙识字

教育的质量，切实起到了推行汉字标准字体的

作用。

汉代沿用李斯编订的“三仓”（《仓颉篇》

《爰历篇》《博学篇》）作为童蒙识字课本，另

由官方学者模仿《三仓》体例，新编《训纂篇》

《滂喜篇》《急就篇》《元尚篇》等作为新识字

课本。以上童蒙识字课本均由官方授意，由一

时著名学者编纂和参订，蒙学教材于是成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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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与书写范本于一体的启蒙教育的基石。

汉代国家层面对童蒙识字教育和书写规范

的重视，还表现在朝廷先后举行过多次由皇帝

亲自主持的高规格的文字会议。朝廷征召各地

著名文字学者，论定文字是非优劣，统一认识，

强化文字规范。《汉书·宣帝纪》：“《仓颉》多

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

张敞从受之。”《汉书·平帝纪》：“至元始中，

征天下通小学者以数百，各令记字于庭中。”此

外，汉代对汉字书写规范的要求还被写入国家

的法律条文之中，作为“正字”之法予以严格贯

彻执行。如若书写不规范，书写者则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

讽籀书九千，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

史，并课 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

之。”《汉官仪》：“丞相辟召，刺史，两千石察

举，有非其人，书疏不端正，有司奏罪名，并正

举者。”在汉武帝时期，甚至还出现了郎中令石

建因误写“馬”字，而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被治

罪的事件。[24](P2766)

从东汉时期开始，朝廷还征召著名学者蔡

邕专门书写《鲁诗》、《尚书》、《周易》、《仪

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儒家

文献作为官定经书范本，将其刻碑立于太庙之

前，即著名的“熹平石经”，供太学生模仿学习，

以此确保士子们阅读和传抄的儒学文献和汉字

书写的规范性。“熹平石经”开启了后世以碑刻

方式建立典范文本和汉字书写规范的做法。曹

魏时期的“正始石经”、唐代的“开成石经”皆步

其后尘。雕刻石经之法甚至还被佛、道两家采

用，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二）汉代“儒学经典化”与“汉字规范

化”相辅相成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纳道、名、法、阴阳于儒学之中，儒学

从此独大，成为官学，一跃而成为中国封建文化

的主流思想。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学文献的

确立和传承经历了一个历时百余年的“经典化”

过程，其中，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儒学专

经博士的建立。[23](P3620)从汉武帝建立儒家“五

经博士”，至汉宣帝、元帝时期，汉朝先后设立

了14个儒学专经博士：《诗》有齐、鲁、韩三家，

《书》有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易》有施

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家，《礼》有大戴、小

戴二家，《春秋公羊传》有严、颜二家。14个儒

学专经博士的确立，标志着“儒学经典化”历程

的基本完成，儒家经书的排他性地位和今文隶

书的“正字”地位也被同时确立起来，从此再也

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汉宣帝时期，为了评

议儒家五经传承中出现的分歧，还在未央宫石

渠阁举行了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会议，召集著名

儒者考订五经传承中出现的歧义，并由皇帝亲

自订正是非，史称“石渠阁议”。王莽之后延至

东汉时期，古文经学派的《左氏春秋》《毛诗》

《逸礼》《古文尚书》《周官》《尔雅》等才陆

续列入学官，[25](P1-39)起到了进一步扩大和补充

儒学文献的积极作用。

儒学文献的经典化历程完成之后，在汉代

官方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就出现了儒学正典文

本、权威注释、规范文字三位一体的“权力话语

三角”。这一权力话语三角的出现，不但起到了

确立“正典”，垄断经典解释权的作用，而且为

广大士人“通经致仕”铺平了道路。

（三）隋唐以来推行“科举取士”，真正完

成了儒学教育的制度化建设

隋唐以来开始的“科举取士”制度真正完成

了儒学教育制度化建设的重任。

隋唐时期开始推行的“科举取士”制度是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科举考试为朝廷统

治人才的选拔提供了公正的平台，极大地拓展

了封建时代人才选拔的社会覆盖面，为大量社

会下层人士提供了进入仕途的门径，许多寒门

士子通过科举走上政坛，发挥政治才干，成为

安邦治世之能臣。

虽然科举考试的内容非常广泛，而且随时

代而有所变化，但常设的科目主要包括秀才、明

经、进士（杂文、帖经、策问）等，这些考试科目

除了部分应用型专业人才的考试如“明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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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武举”外，主要考察学生对儒家经书和经过

儒家学者注释整理的文学文献的掌握程度，以

及士子们的品行才能，还有他们对时事政治的

看法和应对处理问题的能力，始终以儒学教育

的内容为主。

“科举取士”制度在为广大社会人士进入

仕途铺平道路的同时，为儒学经典和汉字传承

活动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础。经此一制度化建设，

形成一个运转自如的围绕着儒学教育运转的闭

环。在此一闭环中，汉字文言习得因儒学经典的

学习与应用而生，儒学经典的内容符合统治者

对统治思想的需求，确保人才选拔的目标和方

向，因此，在汉字文言习得—儒学经典学习—

行政管理需求三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具有高度

向心力的内循环系统，而且每隔几年举行一次，

从隋唐一直延续到清末，两千年以来始终如一，

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

“科举取士”制度的创立和完善在中国历

史上影响极为深远，儒学教育的制度化，中国封

建制度的长治久安，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

一先进的儒学教育模式和人才选拔制度。

（四）汉字文言习得活动与科举取士制度

在少数民族执掌政权时期发挥了巨大影响

汉字文言习得与“科举取士”制度不但为

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发挥了巨大作用，而

且还被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自觉接受与

模仿学习。

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建立的鲜卑族政权，其

历代君主都重视汉文化。孝文帝受汉文化影响

较深，对汉文化高度认同并心向往之。在孝文

帝的亲自主持下，北魏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化改

革，迁都洛阳，改族性，禁胡服，断北语，兴学

校、与汉人通婚。[26](P536)迁都洛阳之后，北魏迅

速确立儒学为统治思想，修建孔庙，又给予孔子

后裔土地与银钱，让他们继续祭祀孔子。同时废

除了鲜卑族原有的“西郊祀天”礼仪，改为汉族

帝王式的祭祀天地仪式，圜丘祭天，方泽祭地，

以祖宗配天。鲜卑族从此大踏步地融入于中原

汉文化之中。

元世祖忽必烈“尊用汉法”，重视文教，设

立儒户，保护文人儒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

年)九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以祭

祀社稷的太牢之礼祭祀曲阜孔庙。元世祖、成

宗、武宗、仁宗各朝都重视兴办学校。[27](P315-319)

元代学校的教育内容，无论国子学还是官化的

书院制学校，均以“宋代理学”为宗，科举考试

以《四书》及“程朱理学”经注为主，注重品德和

实际能力的考察。[28](P32)虽然元代的文教政策并

不完善，如对汉人和南人的歧视，科举考试时断

时续，等等，但在整体上还是对各民族的文化教

育事业，对维护民族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清顺治二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

王先师孔子”[29](P 73)。清顺治十二年，清王朝确

立了“兴文教，崇经 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

策。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于大成殿行三跪九

叩之礼拜谒孔子，书“万世师表”四字悬挂大成

殿，免去曲阜县康熙二十四年的地丁钱粮。雍

正元年，又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为王爵。清朝

还在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均设立孔子牌位，

并在每年春秋仲月行释奠先师礼。清代尊崇程

朱理学，[30](P465-477)顺治、康熙年间下诏朱熹子

孙袭《五经》博士职。康熙五十一年，下诏朱熹

配享孔庙，列为“十哲之次”。此年，又命熊赐

履、李光地等理学名臣编辑《朱子全书》，亲为

之序。五十六年，他又为新编《性理精义》一书

撰序，“程朱理学”遂成为清朝推行儒学教育

的指导思想，其经学注释也是清代科举考试的

主要内容。

四、儒学文献和汉字文言的输出
与受容相向而行

中国文明和汉字体系在中原腹地定型并完

成制度化建设的同时就迈开了向四周输出的步

伐，并且受到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的

热忱欢迎与真诚期待。汉字文明圈内国家和周

边少数民族对集中体现中原文明礼仪典章制度

的儒学文献和汉字文言始终抱着虚心学习、积



第１期 论汉字传承与中国文明延续的辩证发展关系 ·143·

极受容的态度，这一点与字母文字文明向世界

各地输出过程中对当地土著文化实行灭绝的历

史截然不同。

儒学文献与汉字文言向四周输出的路线大

致可分为向南方、西南方向的输出，向东输出到

朝鲜和日本，以及向北和西北方向的输出。

（一）向南、向西南方传入岭南地区

早在秦汉时期，汉字文言就随着行政管理

的需要进入岭南地区，输入到广西和越南，并

在当地使用1000年以上。其后出现的“方块壮

字”大致创始于唐朝（618—907），其性质属于

“汉字式词符文字”。[31](P101)

公元939年，交趾人吴权建立起第一个独

立的越南王朝，但每一代越南王朝都把汉字文

言当作自己的正式文字来使用，并称其为“儒

字”，以示正统之意。《大越史记》《越南史略》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等越南史

书，不但书名、体例仿自中国史书，而且都用“儒

字”书写。大约在公元960—1279（中国宋朝）

之间，越南人才仿制汉字创造了本土文字，称之

为“字喃”或“喃字”，“喃字”表示土俗之意，

与正统的“儒字”相对，其性质属于“汉字式词

符文字”，被用来书写民族诗歌等通俗文学作

品，如著名的《金云翘传》等。中国明朝时期，

安南黎朝尤重儒学经典，设立“五经博士”，专

治一经。从童蒙识字教育至科举考试，皆以儒

学文献“四书五经”为教材，旁及子、史部文献。

在长期的文化交往和人员交流过程中，中原文

化和汉字文言已经融入越南民族的血液之中，

被当成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正统对待。

在中国境内的西南地区，仿照汉字造成的

“汉字式词符文字”还有苗文、瑶文、布依文、

侗文、白文和哈尼文，等等，他们都出现较晚。

其创制过程或借鉴汉字，或受到汉族学者和中

央政府的帮助。

（二）向东传入朝鲜、日本

西汉末年建立的高句丽国把汉字文言视为

本族文字普遍使用，新发现的《好太王碑》《冉

牟墓志》以及在忠清北道中原郡发现的《中原

高句丽碑》等早期高句丽国历史文献都是用汉

字文言书写的。公元372年，高句丽模仿中原王

朝建立“太学”，以儒家经典传授贵族子弟。唐

贞观年间，高句丽派出“遣唐生”进入长安，广

泛搜求中原典籍，尤重儒学经典、文学文献以

及规范化字书。[32](P5320)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

朝鲜都使用汉字文言记载本国历史，并引入中

原科举考试制度，以儒学文献和汉字文言作为

考试内容。公元7世纪，朝鲜人才发明了“吏读

（Ido）”，15世纪发明了“谚文（Hangul）”，但

同时也使用汉字文言。直至20世纪，朝鲜才彻

底废除汉字。

约公元3—4世纪的中国晋朝时期，汉字传

入日本。日报应神天皇十五年（公元284年）,百

济王遣熟悉中国经典的阿直崎赴日本。285年,

百济博士王仁受阿直崎之邀，携《论语》和《千

字文》赴日,向太子菟道稚郎子传授汉字与汉文

化。公元8世纪,日本才创造出舍去汉字字意,单

用读音作音符拼写日语，按汉字意思训释日语的

“万叶假名”，标志着在日本大约持续了500年

左右的与汉字文言“同文时代”的结束。日本在

历史上虽然不像朝鲜和越南那样与中国有着极

强的政治纽带关系，但长期受容并积极学习中

国文化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三）向北、东北、西北传入辽、金、西夏

辽太祖实行文、武并重的治国策略，大量

起用南人，实行耕、稼合治。神册五年(公元920

年)“始制契丹大字”，[33](P16)但创制者“多用汉

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

刻木之约。”其后又命其弟迭刺另“制契丹小

字”[33] ( P 969)契丹文字的创制，既起到了传承契

丹族固有的尚武骑射习俗的作用，又极大地方

便了儒学经典与汉字文言的输入与受容活动，

为契丹社会养成诵经习儒的社会风尚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辽国在各地建立孔子庙，在上京、中

京、西京等地仿中原汉人制度设立“国子监”

和“五京学”，[33](P807)专门教授儒家经学，沿用

唐、五代科举考试制度，以诗赋、法律和经义取

士。经过契丹统治者大力提倡，诵读儒经、尊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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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倡中原儒家文化成为辽朝社会风尚，儒

学教育对辽朝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产生了极大的

推动作用。 [34](P494)

金朝继承 辽代 文教政 策，既发 展女真文

化，又尊孔崇儒。金初，太祖命完颜希尹和叶鲁

“乃依汉人楷字，因契丹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

字。”[35](P16)熙宗天眷元年（1138），又另创“女真

小字”。同时仿中原制度，开办女真学校，开设

女真科举。并使用女真文翻译汉文儒学经典，作

为贵族学校的教材。从金熙宗、海陵时期开始，

金朝推行儒学教育，各地公私女真、汉人学校皆

以儒学经书为主要内容，同时兼含史部、子部。

清人赵翼评价说：“金初未有文字,而开国以后,

典章诰命皆彬彬可观。……惟帝王宗亲,性皆与

文事相浃,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会。金源一代文

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36](P388-389)

北宋仁宗宝元1年（1038），西北地区的党

项族建立大夏国，与宋、辽、金形成对峙之势。

党项族本无文字，其创始者“（李）元昊自制藩

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

书颇重复”，[37](P13995)号称“国字”，后世称“西

夏文”。西夏建国初期就开始广泛搜求汉籍，并

用新创立的西夏字翻译了许多儒家经典。西夏

在州、县各地设立蕃、汉学校，实行科举考试，

尊崇孔子，同样推行儒学教育。[38](P9-30)

通过周秦乃至隋唐宋明以来中原历代王朝

前赴后继的持续努力，中国文明最终成为古代

东亚地区先进文化的代表，成为周边少数民族

和域外国家倾心仰慕和心仪的文明典范。中国

文明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域外国家的文化输

出和以上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受容活动也是自然

发生的，文化输出和文化受容活动始终在相互

学习、和睦相处的背景中顺利进行，其间并没有

经过太过激烈的文化碰撞。而在这一文明输出

与受容的过程中，汉字文言和儒学文献的输出

与受容活动始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例如

越南就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创造了“喃字”。无

论政体发生什么变化，各民族、各国都能自觉维

护儒学文献和汉字文言的正统地位。

五、儒学文献和汉字传承对东亚
汉字文明圈内全体人民精神品性和
审美能力的涵养

绵延近两千年的儒学经典化、汉字规范化

活动，以及儒学教育的制度化建设，极大地培

育、滋养和润泽了东亚汉字文明圈内各民族的

文化品性，并由此催生出唯其独有的“读书至

上”观念与热爱“书法艺术”的优良传统。东亚

汉字文明圈内人民对知识和读书人的普 遍尊

敬，对汉字书法艺术的共同热爱，不但培育了全

体人民喜爱学习的风气、等差有别而又和谐共

生的文化理念，珍视生命与热爱生活的良好习

惯，博大的家国情怀与人文理想，而且渗入古典

艺术的方方面面，涵养了人民的品性，提升了全

民的审美能力，提高了他们的艺术修养，从根本

上引导了诗、书、画、艺审美趣味殊途同归，文、

史、哲合治，而归于“经世致用”的治学模式，为

特色鲜明的汉字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做出

了独特贡献。

（一）重视学习，喜好读书，重视文献传承

和法帖模仿，自觉向先贤学习的社会风气

长期的儒学文献和汉字文言传承活动，以

及汉字书法艺术的推波助澜，在中国乃至东亚

汉字文明圈全社会中养成了重视学习，喜好读

书，重视文献传承与法帖模仿，向先贤和英雄

模范人物学习的社会风气。

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在中

国历史上首开私人教育，孔子对学习的目的、学

习态度、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等一系列问题，都

做出了极为精辟的论述。[39](P1-78)孔子的教学实

践及其理性思考为中国社会重视学习、喜好读

书的风气建立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孔门教育始

终强调德行培养的重要性，强调通过不断学习

与实际培养君子品格，实行仁政。这一教育模

式被孔门后学概括为“修齐治平”，成为中国古

代读书人一生追求的远大理想。孔门教育的内

容虽然包容广泛，但始终以礼乐、典章、法度、

纲纪等为主，其学习内容主要是《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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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易》《春秋》等儒学文献。“反

复温习”与“温故知新”则是其所推崇的最为有

效的学习方法。

荀子撰写了专门论述学习的重要文献——

《劝学》，并将其置于卷首，以凸显“为学”在

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荀子本人又是儒学文献

传承的一代宗师，儒家“五经之学”大都经其

传承，秦汉经学大师多出其门下。与孟子提倡

“性善”说，主张一切知识皆从“心性”所出不

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

也。”因此，他提出“圣人化性而起伪”，主张

“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

也。”[40](P434-449)荀子尤其重视外部知识的学习

对修身的重要作用，并具体论述了不同类型经

典在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的不同作用。

荀子之后，孔门后学撰成《礼记·学记》一

文，集中讨论了教育活动中教学的宗旨和目的、

尊师重道、教与学的关系、学习的规程和次第，

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如何为人师表以及怎样

才能有志于学等一系列教学问题，将孔门教育

倡导的学习理论进一步落实于具体的教学活

动。在教学宗旨与教学目的方面，《学记》强调

教学为治国理政之根本，强调教学活动的社会

作用是“化民成俗”，提出“尊师重道”与“师道

尊严”，赋予教师以崇高地位。在教与学的关系

方面，《学记》提出了著名的“教学相长”理论，

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广泛影响。《学记》还首次

明确了学校教育的规程和次第，主张从地方到

中央皆设立教学场所和机构，分阶段教学并按

期考核，其具体的教学环节应为正式课程与课

后复习结合，循序渐进学习并反复练习，并且提

出了预防、时宜、循序、观摩等四种教学方法。

《学记》还对如何为人师表提出了指导性的意

见，指出一位好的老师应该是能够引导、勉励、

启发、温和而平易地对待学生，了解学生学习资

质的优劣，知道学习的深浅难易的教育者。并且

提出老师一定要对自己所教的内容比较熟悉而

且有自己的心得，不能马虎应付。关于学习者如

何做到有志于学的问题，《学记》也提出了由浅

入深，循序渐进，从大处着眼，从细处入手的具

体方法。

经过先秦以来以孔子和以孔门弟子为代表

的儒家学者的反复重申，中国古代社会全民重

视学习的观念遍地生根，绵延乃至汉字文明圈

内各国，并在中国文明影响所到之处结出累累

硕果，为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雅士乃至全体民众

普遍接受与传承，不断发扬光大，成为至今影

响东亚社会，促进中国乃至东亚文明不断延续

与进步的根本观念。

（二）儒学文献宣扬的政治理想与汉字书法

的审美追求相互契合

儒学文献内容丰富，虽各有所长与偏重，但

其根本宗旨不外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既认识到自然与人类社会

发展变化规律的永恒性，又追求一种人与自然

的结构平衡关系，谋求和谐发展。

汉字书法的审美 趣味 之一 是 对“动态 平

衡”关系的艺术追求，既要体现层次分明，变

化万千的灵动，又要表现出对立互补、结构稳

定的思想。早在古文字阶段，古汉字就有“独体

字”和“合体字”之分。独体字主要是象形字，

如“ 、 、 、 ”等；合体字是指形声字和会

意字，如“ 、 、 、 ”等。独体字和合体

字的区分，表现出古汉字组合形式的多样性与

层级性，其“本质上体现的是建立群体合作机

制的思想。”[41](P12)进入隶楷阶段之后，汉字在单

字构造方面更加追求动态平衡效果。历代都有

人专门研究汉字的结构平衡问题，九宫格、田字

格、米字格、“永字八法”等汉字书写的方法被

先后发明出来。这其中尤以“永字八法”最具特

点，其要点在于追求汉字书写用笔的动态平衡

而非机械构成。若以汉字横、竖笔画的构成为

例，汉字书写中虽然要求“横平竖直”，但实际

书写出的横画往往表现为平稳而非水平，直画

表现为挺拔而非机械垂直。

汉字书法的艺术追求不限于书法本身，而

是对中国古典艺术，如绘画、雕塑、园林建筑等

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42](P253-283)传统中国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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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皴法”即以书法中的笔法入画，来表现山石﹑

峰峦和树身表皮的脉络纹理。书法中的“布白”

（又称“留白”），本是书家处理篇章空间的技

术，但在文人画中也同样受到重视，以至于我

们很少见到将整幅画面全 部占满而不留空白

的中国画作品，如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

等 等。中 国 书、画 艺 术 家 对“墨 色”和“ 笔

意”“笔势”的运用，大 都来自古 汉字的“意

象”与上古文学诗歌作品渲染的文学“意境”，

并非全然出自于艺术家对自然的观察和再现。

汉字书法的“间架结构”原理还被引入中国古

建筑之中，尤其体现在建筑屋面和梁柱之间的

配合，以及古建筑对梁柱和屋面的装饰和美化

方面。如甘肃秦安元代建筑兴国寺般若殿内部

的屋顶与梁柱之间的设计，就颇能代表古建筑

既重视屋顶坡面，又刻意保留多级梁柱的骨架

式设计理念。

（三）意象、意境、理想，共同酿造出中国文

明浓厚的人文倾向

汉字从一开始就是从人的视角进行符号构

意，表现出强烈的“人化意象”。[43](P149-178)文学

家余光中曾经举出了一个非常生动汉字文学意

象的例子，“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

许那片土地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

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

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

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

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

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

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

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

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①汉字书写中表

现出的“人化意象”与中国古典诗歌、中国画的

意象表达手法存在天然的联系，在中国古典诗

歌中，借景生情、因情立象的作品比比皆是，如

李白的《静夜思》，字面上描写的是“明月、霜

雪、故乡”，但实际上却隐含着中国古典文学中

源远流长的“明月”“霜雪”“思乡”等等意象，

诗人将“明月”与冰冷的“霜雪”联系起来，一下

子就触动了人们的“思乡”情绪，在读者的内心

引发了连锁反应，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诗人

心目中丰富的文学意象，同时也为“文人画”所

青睐，经过历代画家反复揣摩和一次又一次的

“重新”发现这些文学意象，竟创作出不胜枚

举的中国画，成为长盛不衰的文人画范式与文

化母题。

中国古代的“经学”非常发达，内涵也非常

丰富。其中蕴涵着先王的政教典章与治国理政

思想，在中国文明史上始终拥有“垂范后世，

纲维天下”的巨大作用。以“六经”为代表的经

学与现代学科分类范畴的文、史、哲、政治、伦

理、教育等学科皆有所关联，不但“六经皆史”，

而且文、史、哲等领域皆囊括其中，融为一炉、

合而治之。经过两千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六

经”宣扬的政治理想，不但酿造出中国文明浓

厚的“人文倾向”，成就了文人士子们的家国情

怀与使命担当，并将他们的个体发展价值与社

会、民族、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文

人士子的宣扬与推介，经学思想又演化出全社

会共同遵守和奉行的价值观念，渗透到全体人

民的审美观念之中，成为中国古典艺术表现的

根本内容。

综上可知，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就具有多元

一体、求同存异，相互依存的特质。中华民族

自古以来 就以文化 立国，以文化多 姿多彩而

著称于世，众多民族和谐相处，团结和睦，欣

欣向荣，共同谱写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明。而

在中国文明定型于中原腹地之后向四周扩散

的过 程中，儒学文献 和 汉字文言传承活 动发

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汉字跨 越 方言和语言

的 鸿沟，成 为东亚文明圈内最具代表 性的文

化 符 号。儒学文献 塑 造了东亚文化圈内各民

族、各国共同的价值观念，表达了“天下大同”

的政 治 理 想。德国学 者弗罗利安·库尔马斯

（Florian Coulmas）指出：“从历史上来说，作

为一种帝国语言，汉语书面文字扮演了一个重

①余光中:《听听那冷雨》，载《余光中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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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角色，自古以来，它就作为一种纽带联系着

中央政府及它的附属国和中国宗主权力下的保

护国。中国的书面文字是中国在东亚统治地位

的最明显的表现方式。事实上，文字与中华民

族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以至于只要汉民族文化

与尚未使用文字的文化发生联系，书面语言就

会连同文字书写体系一同被借鉴，而并非只有

后者。”①

近现代以来，在西方坚 船利炮的压 迫之

下，中国社会被迫从事全盘“西化”的激进式

改革，各种现代 思潮 从西方传入，如戊 戌 变

法、洋务运动、五四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等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确立了马

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建立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奋斗实践业已证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现代中国制胜的根本思

想保证。虽然儒家学说和儒学文献宣扬的许

多思想观念和言论已经时过境迁，不能完全契

合当前的现实，但儒家学说中对家国情怀的倡

导，对和谐发展理念的推崇等等并未过时，而

且在当今社会仍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指导意义。新时期全体人民文化自信的提升，

仍需要建立在对中国古老文化和悠久历史认

同的基础之上，并以汉字和儒学文献传承作为

根基。当然，同时也要主动吸收世界范围内的

一切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密切跟踪现代科学

技术发展的最 新前 沿动态，不断 地创新与发

展，与时俱进。或许我们今天应再次明确马克

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问题，让代表西方先进

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

握手。让马克思拥抱孔夫子，或许是一条继往

开来实现中国文明的再度复兴、切实提升全体

人民文化自信的不二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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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Writing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UANG Yaping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writing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oth have always maintained a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of mutual achievement, 
common growth, and constant change and innovation.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high degree of coherence in a long history.The Chinese writing signs 
and their formation rules origina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many prehistoric cultures，it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multi-sources” nature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system of Chinese writing was 
finally completed in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it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one-body” stat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fter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system of Chinese writing were finally form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Chinese writing inheritag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joint maintenance and conscious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 literatures and the “Wenyan” tradition.Wenyan has eliminated the gap between dialects and 
languages and evolved to b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symbol in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 Confucian 
literature has shaped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nations and countries in the cultural circle of Chinese writing 
in East Asia, and expressed the political ideal of “great harmony under heaven”, and the life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 I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full disclosure and conscious 
maintenance of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writing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civilization are still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Keywords: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writing;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ore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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